第十二條：遷徙往來的自由

法律保障

122.
有關遷徙往來的自由和離開香港的權利受到法律保障的情況，大致上如首份報告第222至225段所述。

香港旅行證件

123.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授權香港特區政府簽發香港特區護照給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的中國公民(持有此類身分證的人享有香港居留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第539章)訂明辦理和發出香港特區護照的細則。有關條例現載於附件5。

124.
入境事務處是辦理和發出香港特區護照以及更新有關資料紀錄的唯一主管當局。辦理一宗特區護照申請平均需時15個工作天；但緊急申請則可“特快處理”。自特區護照於一九九七年七月推出以來，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止，入境事務處已簽發了約230萬本香港特區護照。特區護照在國際上備受重視，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止，已有124個國家／地區給予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入境待遇。

非永久性居民的旅行證件

125.
有關情況並無改變，大致上如首份報告第229段所述。

居留權

126.
一如首份報告第230段所述，《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訂明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的類別，這類居民有資格依照香港特區法律取得載明其居留權的永久性居民身分證。自回歸中國以來，終審法院就解釋和實施《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所作的裁決，已為特區政府在處理有關居留權的個案時，定下穩固的法律依據。

居留權證明書(居權證)及單程證計劃
127.
在首份報告第233段，我們已解釋居權證計劃的目的和運作，以及它與單程證計劃的相互關係1。根據居權證計劃，聲稱享有居留權的人士，須經核實資格後，才可進入香港。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止，該項計劃確保了約139 000名經核實享有居留權的港人子女迅速而有秩序地來港。自回歸中國後，根據單程證計劃來港定居的內地人士已超過329 000人，其中包括上述的139 000名居權證持有人。

128.
一如我們參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內有關該公約第十條第10.11段所述，內地人士在等候審批來港定居期間，可通過多種途徑訪港。在該份報告定稿後，這些安排已獲進一步改善，方便持有適當訪港簽注的內地人士來港探望配偶或父母，他們可以訪客身分在港逗留的時間比以往更長。

129.
在首份報告的審議結論第10段，委員會對於“在終審法院根據其對《基本法》第二十四(二)(三)條的解釋就吳嘉玲及陳錦雅兩宗案件作出裁決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重新就《基本法》第二十四(二)(三)條作出解釋(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一事，極表關注，認為此舉可能影響司法獨立”。委員會也注意到，香港特區曾發表聲明，表示除非遇到極為例外的情況，否則不會再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不過，委員會仍然關注到，“行政機關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一)條要求釋法的做法，可能會削弱公約第十四條所保障的接受公正審問的權利”2。

130.
有論者對於政府沒有承諾永不再要求釋法，表示關注。他們認為此舉會對香港特區的司法獨立繼續構成威脅，並且顯示不尊重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在回應這看法前(見下文第134至139段)，我們會先就一九九九年六月決定要求釋法的背景作出解釋，相信有助了解事件。

一九九九年要求釋法：背景

131.
我們是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一)條的規定，要求釋法。該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三)條進一步規定 —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

132.
一九九九年一月，終審法院聆訊吳嘉玲及陳錦雅兩宗案件3，我們已在首份報告第234至241段討論過有關終審法院以下其他法院的裁決。法院裁定無須就《基本法》第二十二(四)條和第二十四(二)(三)條，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然而，其後在有關釋法文件(一九九九年六月發表)的弁言內，人大常委會表示在作出判決前，終審法院沒有依照第一百五十八(三)條提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而人大常委會認為終審法院的解釋與立法原
意不符合。其後，就劉港榕案件4作出裁決時(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終審法院確認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是符合憲法和對法庭具約束力的。

133.
二零零二年一月，就吳小彤、李淑芬及冼海珠的案件，終審法院定下穩固的法律依據和清晰的準則來界定受惠於終審法院就吳嘉玲及陳錦雅兩宗案件所作裁決的人士。沒有受惠於這個判決的聲稱人必須離港，而政府會依法遣返那些拒絕自願離境的人5。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約有910名聲稱享有居留權的人士仍然留港，其中約有510名沒有依照遣返日期報到，另外約有170人正進行法律訴訟。

回應論者

134.
我們已就這情況多次在公開場合(如委員會有需要，我們可以提供有關演說和文章的副本)解釋我們相信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是合法和合憲的理由。我們已考慮過論者所提有關行政長官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是不合法和不合憲的論點，但我們並不認為那些論點已提供足夠的理據，讓我們需要作出所要求的承諾，反之 —



(a)
從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所作裁決的判詞中可見，終審法院對於行政長官要求釋法一事沒有異議。相反，該法院確認人大常委會就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二(四)條和第二十四(二)(三)條所作出的解釋是有效和有約束力的，香港特區法院有責任依循；



(b)
在同一項裁決中，終審法院認為 —




“〔人大常委會〕顯然有權作出有關解釋，此項權力源於《中國憲法》第六十七(四)條，並載於《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一)條。第一百五十八(一)條所賦予的《基本法》解釋權是全面及不受限制的。該權力及其行使並不受第一百五十八(二)條和一百五十八(三)條約束或限制”；


(c)
根據香港的新憲制，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二)條，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這些權力與《基本法》第二條及第十九條所保證的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並無衝突。在法律上我們不能減損這些憲制上的責任，也不能推翻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憲制權力。
135.
基於這些理由，我們認為要求釋法是合法和合憲的。但是，正如我們一再重申，除非遇有極為例外的情況，否則我們不會再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
136.
有論者要求我們制定一些機制或準則，以限制我們再尋求釋法的情況。不過，我們需要考慮多個因素。我們希望不會再出現類似較早前發生的如居留權般的重大問題，行政長官也無須再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然而，我們不可能預知將來是否有些問題是有充分理由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此外，行政長官有憲制責任去執行《基本法》，並且向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6。在實施新憲制的初期，我們宜審慎行事。我們一再重申，有關我們會草率要求釋法以及人大常委會輕易接受釋法要求的疑慮，是沒有根據的。

137.
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不同意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會損害司法獨立及／或法治精神這種看法。一如上文所示，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根據我們新的憲制秩序而作出的，以及 —


(a)
終審法院的權力並沒有被削弱，它所作出的裁決，仍是最終決定；



(b)
與指稱相反，人大常委會不會審理法院的上訴；



(c)
人大常委會並沒有就個別案件作出決定，解釋《基本法》也沒有影響在一九九九年一月終審法院裁決的法律程序中的各方。釋法只改變了日後處理居留權申請人所採用的原則，即是只有釋法期間仍然未處理或是在釋法後提出的居留權申請，才受到影響7。換言之，終審法院仍是本港最高的司法機構，經終審法院裁決的案件，不得再向其他機構提出上訴。

進一步的考慮

138.
我們的分析如下 —


(a)
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權力只限與《基本法》有關。極少數的案件需要以《基本法》解釋，因為大部分法律爭議及訴訟程序與普通法或法例的原則有關，而解釋這些原則全屬香港法院負責的範圍；


(b)
《基本法》概括各項基本原則，例如：司法獨立、特區法院有權參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判例、尊重人權；


(c)
我們就事件所持的立場不單只是我們作為行政機關的立場。自一九九九年釋法以來，數名高級法官(包括一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及兩名高等法院法官)在退休時，也確認自回歸以來，司法獨立並沒有受到任何干擾，大家一致同意一九九九年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並沒有削弱法治精神，也沒有對司法獨立構成威脅。

結論

139.
法治精神和司法獨立是香港生活模式的基石。我們承諾會保障和加強法治精神和司法獨立。一九九九年釋法所引起的疑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後的事件表明政府絶對尊重法治精神和司法獨立。因此，對於特區的司法獨立已經或繼續受到威脅的看法，是沒有理據的。

合法進入香港

140.
有關情況並無改變，大致上如首份報告第242段所述。然而，就有論者關注當局編訂入境者“黑名單”一事，我們想藉這個機會指出，國際法清楚訂明，任何國家在不抵觸條約義務下的情況，也有權控制非國民進入其領土。這項原則已得到歐洲人權法庭8的司法認可。根據公約，香港履行公約義務時也有保留條件，即出入境法例可繼續適用於無權進入及停留香港的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載有一項例外條款9與上述條文等同，上訴法庭認為，這條款可以阻止任何無權進入及停留香港的人，憑藉《香港人權法案》賦予的權利，質疑政府根據《入境條例》10合法行使遣送離境的權力。

香港居民在中國內地可獲得的協助

141.
有關情況大致上並無改變，如首份報告第245段所述。自二零零一年一月起，內地機關與特區政府開始實施相互通報機制。根據有關安排，內地機關會向香港特區政府通報內地公安機關及海關當局對涉嫌犯罪的香港居民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情況。二零零三年六月，有關安排的範圍擴大至包括人民檢察院及國家安全部處理的個案。在接獲內地機關通報後，我們會通知被留香港居民的家人，並將家人的要求和申訴轉介內地機關處理。

為香港以外地區遇上困難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

142.
在香港以外地區遇上困難的香港居民可視乎需要，向中國駐外國使領館及／或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尋求協助。一般遇到的困難是遺失旅行證件，我們會按既定程序辦理，其中較為嚴重的是香港居民被羈留或監禁的案件。

143.
被扣留人士及／或其家人可以利用入境事務處24小時服務熱線尋求協助，入境事務處人員接獲個案後會接見有關人士的家人，詳細了解情況。若果香港居民被扣留在其他國家而非在中國內地(見上文第141段)，入境事務處會透過中國駐有關國家的使領館，向有關的司法管轄區轉達家人的申訴和要求。

邊境建設稅

144.
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年財政年度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政府宣布擬向使用陸路或水路離港的人士徵收稅項，即邊境建設稅(乘坐飛機離港已設有此稅項)，目的是協助支付改善香港特區與中國內地邊境設施的開支。有論者表示這稅項侵犯往來的自由，我們不同意這看法。其實，從往來自由的角度來看，邊境建設稅與使用香港及世界各地的機場、高速公路、橋及隧道所徵收的稅項／費用／路費一樣。這些徵費訂在中等的水平，應該不會對市民的往來構成重大不便。我們並且認為，由於這些稅項／收費是用來支付大型工程的開支，它們實在有助改善市民的溝通和往來。如果各地政府接納論者的意見，它們只有採取以下措施 —


(a)
減省其他社會／基建項目的開支來支付有關設施的費用；或



(b)
放棄擬進行的邊境改善工程或甚至整項設施；或



(c)
減少維修現有的邊境設施，導致設施失修，危害安全。

上述情況會對社會某些階層造成影響，而(b)及(c)更是不利於遷徙往來的自由11。

1 	請同時參閱我們參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內有關該公約第十條第10.9至10.14段。


2	我們會在報告第153及154段(公約第十四條的部分)就委員會所關注的公平審訊權利，作出回應。


3 	吳嘉玲及其他人士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終審法院的裁決)，以及陳錦雅及其他人士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終審法院的裁決)[1999]1 HKLRD（香港法律匯報與摘要）304。


4	劉港榕及其他人士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終審法院的裁決)[1999]3 HKLRD（香港法律匯報與摘要）778。


5	依據終審法院就吳小彤案件所闡釋的合理期望及其他法律原則作出決定。


6	《基本法》第四十三條所訂。


7 	這些原則是否適用於這類居留權聲請，要受到終審法院在吳小彤一案中所闡釋的合理期望及其他法律原則的規限(見上文第133段)。


8 	請參閱Abdulaziz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1985)7 EHRR 471一案。


9 	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III部第11條。


10 	請參閱Hai Ho Tak v Attorney General [1994]2 HKLR202一案。





11 	在這份報告定稿時，鑑於有關的經濟狀況，政府已決定擱置實施建議的草案。我們在此討論這事項，是因為我們並非放棄這項建議，而且認為有需要就論者所關注的事項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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